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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的方法，在检验影响因素净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乡村旅游地居民

高幸福感的条件组合，归纳引致居民幸福感的路径类型。研究发现：① 情感团结、环境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

知与自我发展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简单的前因变量均不构成居民高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各变量均需

依赖与其他要素的条件组合共同作用；② 7 种条件组合对居民高幸福感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自我发展与经济

获益感知依赖最为明显、经济获益感知在组合中呈现双向表现、社区参与的表现并不突出；③ 居民高幸福感存在 4
种作用路径，情感团结、社会获益感知在 4 种路径中均起到了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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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农村观光度假功能

凸显，中国兴起了以休闲度假为主的乡村旅游活动。

乡村旅游已成为国内旅游经济一大重要细分市场，

特别是 2020 年以来短途游、乡村游成为替代跨省

中长途旅游的主要旅游休闲形式[1]。乡村旅游因其

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同在性”，为乡村生产要

素回流、消费集聚和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提供可能[2]，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3]。作为“幸福产

业”之首，旅游业不仅有利于增加旅游地居民收入，

还凭借其物质消费与精神享受并存的特质，在改善

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

作用，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旅游业也是供需作用下高度市

场化的产业[4]，旅游体验提升游客幸福感，旅游地居

民在参与旅游活动中同样受到旅游业影响[5]，这在

与地方紧密关联的乡村旅游中尤为突出。

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等概念受到旅

游地居民感知研究关注，但居民幸福感的定义尚未

统一。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本文认为幸福感是个

人物质满足和精神富裕并存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

其中个人价值感的实现在幸福感获得过程中发挥着

与生活满意和积极情绪同样重要的作用[6]。现有的

文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7]、logistic 回归[8] 等定量分

析方法和以观察法、访谈法为主的质性分析方法[9]，

探讨了不同类型目的地或居民群体[7-9] 幸福感的测

量与评价、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

制[10]、基于目的地居民幸福感分析引致结果及其作

用机理[11] 这 3 类问题。旅游地作为人地密切关联的

复杂巨系统，居于主导地位“人”的幸福感则会受到

客观物质环境与主观社会关系变迁的多重影响[12]，

“人−地”与“人−人”互动关系在以提升居民幸福感

为目标的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推动作用。有研究表明

客观物质层面的经济状况与环境质量[9,13] 以及个体

感知层面的社会责任[14]、社区满意与社区认同[15] 等

因素对居民产生影响，继而溢出影响了其生活领域

满意度与幸福感[16]。然而，目前对居民幸福感影响

因素的分析侧重于线性关系刻画，对影响因素间相

互依赖关系及其具体作用路径的研究较为缺乏。

立足于人地关系视角，本文试图揭示乡村旅游

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首先构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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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部环境因素与内部社会文化因素的乡村旅游地

居民幸福感的分析框架，再利用结构方程模型（PLS-
SEM）验证各变量对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影响作用的

净效应，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

来探究实现乡村旅游地居民高幸福感的条件组合与

路径类型，以期为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提

供方法支撑，深化对旅游改善乡村居民物质、精神

生活作用过程的认识。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框架与假设

本文依托“人−地”关系与“人−人”关系搭建乡

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分析框架，从“人−地”关系角

度分析乡村旅游地经济、设施等硬环境变化对居民

幸福感知的影响，从“人−人”关系角度分析旅游地

社会文化、社区参与等软环境变化对居民幸福感知

的影响。考虑到居民幸福感与感知主体内部特征的

关联，将反映居民自身发展与主客关系的指标纳入

模型。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构建影响因素模型，以

溢出理论解释影响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关注

外部环境变迁与居民内部情况，依托整体的系统观

念对人地相互作用下的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与路径

进行分析，丰富现有旅游地居民幸福感研究。

居民对旅游带来的经济与环境影响的感知表

征了旅游影响中涉及“人−地”客观物质环境互动的

部分。收入增加、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的基础设

施是乡村旅游地提升旅游吸引力与居民幸福感的重

要途径[17]。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与

社区参与则涉及到“人−人”社会人文互动的部分，

为旅游业发展服务的系列文化活动丰富了当地居民

的文化生活[18]，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文化认同，社区

居民参与旅游发展过程在使居民广泛获益的同时也

能够唤醒居民权利意识，引导目的地社区发展进入

良性循环。

“人”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主导因素，主客互

动被认为是旅游中人地关系的独特一环[19]。情感团

结变量能够衡量特定情况下个人或群体之间的情感

认同[20]，适用于衡量旅游活动中居民与游客间的关

系质量。旅游地主客关系的好坏在居民感知旅游影

响和对待旅游开发的态度中发挥着决定作用[20]。在

参与旅游发展与管理等涉及利益分配的决策中，居

民不仅从经济和环境等方面获益来提高物质生活水

平，还通过与社区成员及游客情感互动或知识分享

来增强社区归属感，提升自我发展技能[21]，进而提

升幸福感。

已有研究论证了上述要素在居民幸福感获得

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单一要素能够起决定

性作用。简单的线性方法无法将复杂系统中变量间

相互作用纳入考虑。复杂性理论指出验证前因变量

（antecedent condition）可能是必要的，但简单的前

因变量很少能完全预测高值或低值的结果变量

（outcome condition）[22]。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要素的

存在能够完全使得高值结果变量成立。因此提出假

设一（H1）：单个要素不能完全预测乡村旅游地居民

的高水平幸福感。

在 H1 假设基础上，多个要素的组合能够对高

值结果变量存在与否发挥决定作用。一个具有 2 个

或 2 个以上简单条件的复杂先行条件足以预测一

个高值结果变量[22]。多要素组合分析不仅能够解释

不同要素对高值结果的影响，还能反映要素间的相

互作用与依赖关系，对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进行全面

反映。已有研究利用要素组合思维系统分析不同情

境下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与感知[23]。基于以上论述，

提出假设二（H2）：要素组合对乡村旅游地居民获得

高水平幸福感存在影响。

分析影响高值结果变量的要素组合是探究要

素对结果变量作用路径的核心步骤，而对于数量较

多、表现复杂、特征不明确的要素组合，需要对其进

行归纳演绎，挖掘要素组合共性，得出具有一般性

参考意义的模式或路径[24]。已有研究通过环境抗

争[25]、邻避冲突[26] 引致要素的组合研究，归纳出作

用路径类型。因此提出假设三（H3）：影响乡村旅游

地居民高水平幸福感的要素组合间存在共性使其能

够归纳为特定模式。

 1.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 PLS-SEM 与 fsQCA 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数据分析[27]。采用 PLS-SEM 方法对乡村

旅游地居民幸福感模型与假设进行验证，计算模型

中各变量对幸福感影响作用的净效应。由于 PLS-
SEM 方法无法回答变量间交互作用如何影响结果

的复杂因果关系[27]，进一步采用 fsQCA 分析引致居

民幸福感的条件组合，并对作用路径进行分类，从

而探究诸多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复杂作用机制。

fsQCA 是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中的一种，

通过构建模糊集数据揭示前因变量与结果间非对称

的复杂因果关系[27]，近年来逐渐在管理学领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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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fsQCA 以简单解、中间解与复杂解的形式呈

现条件组合分析结果，基于一致性（consistency）与
覆盖率（coverage）2 个参数对结果的隶属度和解释

力进行判断。一致性与覆盖率取值范围为（0,1），当
一致性水平大于 0.75 时可以接受，越接近 1 解释水

平越高[28]，对覆盖率的判断标准没有明确限制，普

遍以一致性数值为覆盖率 3 倍作为判断依据[23]。

 1.3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1） 问卷设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

据，变量均参考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进行测度以保

证结果的有效性，并针对现实情况进行微调，共涉

及经济获益感知、环境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

知、社区参与、情感团结、自我发展、幸福感 7 个维

度题项。此外还收集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

入来源以及收入水平 5 个信息。

2） 数据收集。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绵竹市年画

村、年俗村村民的问卷。年画村与年俗村均位于四

川省绵竹市南大门核心位置，形成了绵竹年画传承

体验与餐饮接待两大产业重点，拥有较为完善的乡

村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其中年画村 2010 年获评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2019 年 7 月入选全国首批乡村

旅游重点村名录；年俗村 2019 年被评为四川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2 村乡村旅游发展起

步早、持续时间久、发展成熟，是成都平原的典型旅

游乡村，在国内旅游乡村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2022 年 1 月进行 20 份问卷的预调研，随后对

题项中表意不明的部分进行调整。正式调研时间选

择在横跨春节假期前后的 2022 年 2 月，游客量呈

现较为明显的淡旺季特征。问卷采用面对面方式填

写，村民理解困难的问题给予及时解释。2 村共发

放 140 份问卷，有效问卷 126 份，有效率为 90%。

300 份以下中小规模的问卷数量以及一对一发放保

证了数据可靠性，也适合于介于单个案例定性分析

与大样本定量分析之间的 QCA[28]。

被调查者中男性占比 45.2%，女性占比 54.8%；

46 岁以上占比达 55.6%，35 岁及以下人群占比

16.6%；75.4% 的被调查者接受初中及以下程度教

育，仅 9.5% 接受大学或大专教育；收入部分或完全

来自旅游业的被调查者占比 48.5%；平均月收入在

3 000 元及以下的占比 46.7%，4 000 元及以上的占

比 35%。整体来看，被调查者涵盖了各性别、年龄

段、受教育程度、收入来源与收入水平的村民，具有

较强随机性，确保了数据的代表性与可靠性。

 2    数据分析与结果

 2.1    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

研究首先运用 SPSS 23.0 与 SmartPLS 3.0 软

件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通过 Cron-
bach's α 值检验变量信度，结果显示 7 个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6，高于 0.7，说明问卷数据

具有比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在效度分析中，先采用

KMO（Kaiser-Meyer-Olkin）值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对数据进行效度检验以判断因子分析的适合度，结

果显示 KMO 值为 0.873，符合大于 0.7 的要求；

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概率 P 值为 0.000，小于显

著性水平 0.05，表明所选变量之间具有足够相关性，

适合于进行因子分析。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主

成分分析中用最大方差旋转法，按照因子载荷大于

0.5 的标准提取因子。结果显示 7 个公因子能够被

有效识别，累计解释率达到 76.465%，符合大于

60% 的方差贡献率标准，说明提取出该 7 个因子能

够被接受 （表 1）。
采用 SmartPLS 3.0 软件检验模型内在结构适

配度，通过因子载荷、组合信度（CR）和平均提取方

差（AVE）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与区分效度。结果表

明所有观测指标的因子载荷均满足大于 0.5 的判

断标准，所有潜变量的 Cronbach's α 取值 [0.871,
0.910]，CR 分布[0.904, 0.940]， AVE 为[0.655, 0.840]，
均大于 0.5。各变量的收敛效度与组合信度均较高。

通过检验 AVE 平方根值判别潜变量的区分效

度。区分效度的判别方式为观察 AVE 以及 AVE
平方根与潜变量相关系数的大小关系，一般来说需

要同时满足 AVE 大于 0.500 以及潜变量间相关系

数小于 AVE 平方根。将潜变量间相关系数与对角

线加粗的 AVE 平方根数值进行对比，对角线下数

值均小于对角线数值。各潜变量之间区分效度较好

（表 2）。
 2.2    PLS-SEM分析

采用 PLS 方法得出结构模型的分析结果，通过

路径系数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情感团结

（ β=0.403， t=4.524， P<0.001） 、 环境获益感知

（β=0.231，t=2.765，P<0.01）与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 β=0.228， t=3.019，P<0.01）分别对居民幸福感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自我发展（β=0.192，t=2.087，
P<0.05）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经济获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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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l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7个变量

Cronbach's α CR AVE

经济获益感知（EC） 我在本村的收入提高 0.958 0.905 0.934 0.782

我的家庭收入渠道增加 0.954

我从本村获得旅游相关的分红 0.750

我的生活水平提高 0.859

环境获益感知（EV） 本村环境卫生条件改善 0.884 0.910 0.936 0.786

本村空气、水源等干净 0.871

我在本村的居住条件改善 0.907

本村基础设施改善 0.884

社会文化获益感知（SC） 本村休闲文化活动变丰富 0.810 0.897 0.924 0.709

本村传统文化风俗得到保护 0.834

村民素质提高 0.813

家庭关系变和睦 0.884

邻里关系更友好 0.866

社区参与（CP） 我和旅游管理者（村委会、景区管委会、旅游开发商等）有密切联系 0.879 0.871 0.904 0.655

我曾参与村里的旅游决策 0.799

我曾参与到村里的旅游监督中 0.645

我提出的建议能得到旅游相关部门尊重 0.852

我了解本村旅游发展相关情况 0.850

情感团结（ES） 我经常与游客进行互动交流 0.816 0.898 0.921 0.661

我和一些游客成为了朋友 0.804

我喜欢游客 0.822

我理解游客 0.828

我感受到本村从接待游客中获益 0.785

我感谢游客为本村旅游与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 0.823

自我发展（SD） 我在本村有更多工作机会 0.904 0.894 0.934 0.824

我掌握了更多旅游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 0.914

我有更高的个人成就感 0.904

幸福感（SWB） 我对当前的生活感到满意 0.927 0.905 0.940 0.840

我经常会感到开心 0.929

我很少感觉难过 0.893

　　注：CR为组合信度；AVE为平均提取方差。

 
表 2    相关分析与效度检验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validity test
 

变量 EC EV SC CP ES SD SWB

EC 0.884

EV 0.287 0.887

SC 0.348 0.533 0.809

CP 0.543 0.302 0.352 0.813

ES 0.518 0.406 0.492 0.601 0.908

SD 0.632 0.372 0.384 0.613 0.648 0.842

SWB 0.359 0.544 0.571 0.394 0.649 0.533 0.917

　　注：对角线加粗数值为AVE平方根值；EC为经济获益感知、EV为环境获益感知、SC为社会文化获益感知、CP为社区参与、ES为情感团

结、SD为自我发展、SWB为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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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β=−0.075， t=0.745，P>0.05）与社区参与（ β=
−0.076，t=0.895，P>0.05）对居民幸福感均不具显著

影响。决定系数 R2 能够衡量模型中外生变量对内

生变量的解释能力，结果显示 R2 值为 0.563，符合

大于 0.1 的判断标准，即该模型解释了居民幸福感

56.3% 的方差。模型解释力较强。

通过预测相关性指标 Q2 值与 PLSpredict 算法[29]

检验模型预测能力。一般认为 Q2 大于 0 时该模型

与内生潜变量具有预测相关性[29]，结果显示幸福感

的 Q2 值为 0.451。通过 PLSpredict 算法比较基于 PLS-
SEM 估计产生的均方根误差（RMSE）与线性基准

模型（LM）产生的均方根误差，结果显示幸福感下

属 3 个测量指标（SWB1、SWB2、SWB3）的 Q2 预

测值分别为 0.501、0.386、0.372，均大于 0；3 个测

量指标基于 PLS 的 RMSE 值分别为 0.481、0.554、
0.621，均低于基于 LM 的 RMSE 值，分别为 0.499、
0.566、0.720。该模型有良好预测能力。

 2.3    fsQCA分析

PLS-SEM 方法仅考虑单一高值前因变量对高

值结果变量存在的影响力净效应，不能完全概括相

互依赖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对结果的影响程度，可

能会造成对低值前因变量引致高值结果变量情况的

忽视[22]。因此，需要通过 fsQCA 进一步分析乡村旅

游地居民高幸福感的复杂因果关系。

构造良好的模糊集是进行 fsQCA 分析的关键

步骤。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由完全隶属、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3 个锚点构成模糊集标准，将原始变量

值转换为 0~1 的模糊隶属分数。首先将原始变量取

平均值，并对平均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由于问卷

填写中可能存在主观性，不能直接选择 1、3、5 作为

上述 3 个锚点，根据问卷实际情况，按照 5% 为完

全隶属，50% 为交叉点，95% 为完全不隶属的标准

来确定锚点并对 7 个变量进行校准。

1） 必要条件分析。在进行条件组合分析前，第

一步需要检测各个条件变量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

条件。当单变量相对于结果的一致性分值大于 0.9
即可被视为结果的必要条件[28]。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结果显示各条件变量一致性均未超过 0.9，所有变

量均不能作为居民高幸福感结果发生的充分必要条

件（表 3）。H1 所提出的“单个要素不能完全预测乡

村旅游地居民的高水平幸福感”得到证实，并需将

多个变量组合分析引致居民高幸福感的作用路径与

机制。

2） 条件组合分析。使用 fsQCA3.0 软件对校准

后数值的一致性与覆盖率进行分析。分析过程中为

满足 75% 以上的案例覆盖率，将频数阈值选定为 1，
一致性阈值确定为 0.8。考虑到结果的可读性与适

中复杂度，采用中间解对充分条件组合进行解读，

得到 M1~M7 共 7 种居民高幸福感的条件组合。一

般认为当覆盖率大于 0.20、一致性大于 0.75 时模

型总体效果较好[28]。根据中间解结果可知总体覆盖

率和一致性均达到较好水平（表 4）。
在 M1~M7 这 7 种条件组合中，情感团结的出

现频次达到最高的 6 次，分别作为核心条件存在

5 次，边缘条件存在 1 次，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出现频

次达到 5 次，同时没有任何其他条件能够脱离情感

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而形成高幸福感路径；环

境获益感知在组合中出现频次同样达到 5 次，其中

作为核心条件存在 4 次，边缘条件存在 1 次。所有

要素都通过与其他要素的组合形成高水平幸福感的

预测路径。H2 所假设的“要素组合对乡村旅游地居

民获得高水平幸福感存在影响”得到验证。

此外，经济获益感知、社区参与以及自我发展

3 个变量在 7 个条件组合中呈现“存在”“不存在”

或“可以存在可以不存在”的不同方向，说明 3 个变

量在预测居民高幸福感的模型中更易受到其他因素

 
表 3    必要条件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经济获益感知 0.696 2 0.756 8 ~经济获益感知 0.522 7 0.582 5

环境获益感知 0.836 8 0.802 6 ~环境获益感知 0.406 0 0.524 3

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0.829 1 0.798 1 ~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0.433 2 0.556 5

社区参与感知 0.675 1 0.783 4 ~社区参与感知 0.578 9 0.605 9

主客关系感知 0.735 1 0.849 2 ~主客关系感知 0.512 5 0.538 6

自我发展感知 0.750 6 0.818 6 ~自我发展感知 0.507 5 0.563 7

　　注：“~”符号意为“非”，表示该条件的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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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经济获益感知与社区参与、自我发展在条

件组合中同时出现时方向一致，表明三者间存在一

定依赖性，7 种条件组合中唯一覆盖率最高的 M6
显示经济获益感知越强烈的居民社区参与程度越高，

对自我发展的感知也更高，由此引致高幸福感。自

我发展在 7 种条件组合中共出现 5 次，且均与经济

获益感知伴生出现，在组合中呈现相同方向，也说

明了自我发展感知与经济获益感知间表现出最明显

的变量间相互依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获益感知较弱的居民

无法获得高幸福感，M1、M4 与 M5 显示通过分别

与情感团结、环境获益感知和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3
个变量组合，“~经济获益感知”也能构成居民高幸

福感的影响路径。即尽管部分村民无法从乡村旅游

开发中直接获得经济效益，旅游发展带来的环境改

善、主客情感团结、文化活动丰富等依然能够使该

部分居民享受到旅游开发的溢出效应，从而获得高

水平幸福感。由此可见经济获益感知对居民高幸福

感的影响路径是复杂的，经济获益感知与高幸福感

之间的单向假设无法得到证实。

最后，社区参与在 7 种条件组合中存在次数最

少，仅 2 次作为存在条件出现，3 次作为不存在条件

出现，再次证明当前乡村旅游地中社区参与对居民

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政府主导

下的乡村旅游开发居民自主性意识与能力的欠缺

有关。

 2.4    路径类型

在图 1 中，基于 fsQCA 结果对条件组合特征

进行了深入分析，7 种条件组合构成了共 4 种类型

的高幸福感作用路径，分别为纯关系型、经济−关系

型、环境−关系型与经济−环境−关系型。4 种类型的

作用路径均体现出旅游情境下人与地方、人际之间

 
表 4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 of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高幸福感条件组合

M1 M2 M3 M4 M5 M6 M7

经济获益感知 ⊗ − • ⊗ ⊗ • •
环境获益感知 − • − • • • •

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 • • − • • −

社区参与 ⊗ ⊗ − ⊗ − • •
情感团结 • • • • • − •
自我发展 − − • ⊗ ⊗ • •

原始覆盖率 0.306 2 0.347 3 0.509 9 0.272 1 0.267 9 0.466 2 0.461 6

唯一覆盖率 0.007 5 0.001 7 0.027 0 0.015 0 0.005 0 0.030 4 0.017 7

一致性 0.947 0 0.930 1 0.931 0 0.951 6 0.929 9 0.934 1 0.940 9

总体覆盖率 0.664 936

总体一致性 0.912 701

　　注：•和•表示该条件存在；⊗和⊗表示该条件不存在；•和⊗为核心条件；•和⊗为辅助条件；−表示该条件可以存在或者不存在。

 

图 1    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作用路径

Fig.1    Affecting paths of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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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对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产生的影响，

H3 所提出的“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高水平幸福感

的要素组合间存在共性使其能够归纳为特定模式”

得到证实。

4 种类型均涉及和情感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

知相关的关系要素，其中“纯关系型”包含 M1 这一

条件组合，通过 2 类主客与人际关系变量作为核心

存在条件达到高幸福感；“经济−关系型”包含 M3
条件组合，在 2 类关系变量基础上辅以经济获益感

知与自我发展，达到比纯关系型条件组合更高的唯

一覆盖度，说明在获得良好主客与人际关系之外，

通过经济参与以及自我发展会增加居民高幸福感情

况的发生。

包含条件组合数量最多的为“环境−关系型”路

径，包括 M2、M4、M5 等 3 种条件组合，均以环境

获益感知与情感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为主要存

在变量，围绕环境改善与主客互动或邻里和睦引致

居民高幸福感。其中 M4 辅以~经济获益感知、~社
区参与和~自我发展获得等 3 种条件组合中最高的

唯一覆盖度，表明低经济获益与自我发展感知且低

社区参与，即基本不直接参与旅游相关活动，仅从

环境获益感知与主客情感团结层面获益的居民更可

能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较高幸福感，在关系要素

重要性再次得到证实的同时，也显现出除人−地关

系直接作用、获取经济效益提升幸福感外，存在着

另一种以良好人−人关系引导，发挥环境与情感共

同作用的溢出效应来带动居民广泛提升幸福感的路

径可能性。

涉及关键要素最多的为“经济−环境−关系型”，

包含 M6 与 M7 这 2 种条件组合。通过经济获益感

知、环境获益感知与情感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三大主要变量同时发挥作用，表现出人−地与人−人
关系系统同时发挥作用引致的居民高幸福感，而这

一类型所覆盖的条件组合 M6 也表现出最高的唯一

覆盖度，说明当人−地与人−人关系系统同时作用时

对居民高幸福感的产生具有最高的解释力。以上 4
种类型都不能完全依靠某一种变量直接引致幸福感，

在与其他要素相互依赖与组合的过程中再度体现出

乡村旅游地居民高幸福感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复杂性。

 3    结论与讨论

立足于人地关系视角，本文构建了涉及人−地、

人−人关系的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的分析框架，

探究在人地密切关联的复杂巨系统中乡村旅游开发

带来的客观物质环境与主观社会关系等多重因素对

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

1） PLS-SEM 分析结果表明，情感团结、环境

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自我发展等 4 大变

量均对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情感团结表现出最高的路径系数，而经济获益

感知与社区参与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进

一步的必要条件分析表明，依靠单个变量无法得到

居民高幸福感的预期结果，需将多个变量组合分析

居民高幸福感这一多重复杂并发因果的作用路径。

2） 多个变量的条件组合可以解释居民高幸福

感这一多重复杂并发因果的作用路径。通过 fsQCA
分析得到 7 种条件组合的总体覆盖率超过 0.20，总
体一致性大于 0.75，均超过研究设定的阈值标准，

均能构成引致居民高幸福感的组合路径。条件组合

中涉及主客关系的情感团结变量出现频次达到最高

的 6 次，在引致居民高幸福感的路径中发挥核心作

用，与以往研究中社会互动与紧密联系对居民幸福

感存在促进作用的结论具有一致性；环境获益感知

与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也是条件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验证了旅游的环境、社会影响与居民幸福感之

间存在正向关系；自我发展与经济获益感知两大变

量间依赖最为明显，同时经济获益感知呈现双向表

现，低或高经济获益感知与其他变量组合均可能形

成引致高幸福感的组合路径；社区参与变量在条件

组合中表现并不突出，不同于已有研究认为的社区

参与程度越高的居民幸福感水平越高，这可能与政

府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及旅游业在地方经济社会中

的嵌入程度有关。

3） 7 种条件组合中存在要素共性，可归纳出 4
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分别为纯关系型、经济−
关系型、环境−关系型与经济−环境−关系型，4 种类

型的作用路径均体现出旅游情境下人与地方、人际

之间相互作用对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产生的影响。

其中，经济获益感知、环境获益感知与情感团结或

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3 种类型要素综合作用的经济−
环境−关系型路径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最高的解释力。

不同于部分研究认为的环境与设施改善是乡村旅游

地居民获得高幸福感的首要条件，本文发现社会关

系在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中

居于核心地位，所有类型作用路径均不能脱离代表

社会关系的情感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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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这一发现再次证明了在强调集体精神、

注重社会关系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人际关系质量在

乡村居民幸福感获得中的重要性。最后，4 种路径

类型中，经济获益感知、环境获益感知与情感团结

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3 种类型要素综合作用的经

济−环境−关系型路径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最高的解

释力。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将代表主客关系因素的情

感团结变量纳入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证实了

情感团结与社会文化获益等关系变量在乡村旅游地

居民幸福感作用路径中的核心作用；采用 PLS-
SEM、fsQCA 与模式归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居民幸

福感研究，为验证分析框架有用性以及探究复杂路

径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研究方案。研究结论能够为

乡村旅游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政策制定提供

支持。首先，经济获益与环境改善依然是影响居民

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乡村旅游开发中促进经济增

长与环境改善仍然是政策关注的重要方向。其次，

人−人关系在居民幸福感获得中也发挥着促进作用。

政府除了关注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之外，还应采取

措施引导村民邻里关系、居游关系的良性发展，加

强乡村人−人互动的关系网络建设。可以优先扶持

具备一定基础的本地及外来能人来夯实旅游发展基

础，吸引游客提升村落活力，促成乡村旅游发展成

果溢出，辐射到直接参与能力较低的边缘人群，提

升整体居民幸福感，实现由政府主导向村民主导的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针对不同发展背景、处

于不同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案例地，乡村旅游地居民

幸福感分析框架的适用性有待检验；未来研究还可

从社会公平、地方依恋、政府信任等角度进一步完

善旅游地居民幸福感路径组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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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s of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Zhu Yifan1,2，He Dan1,3，Fan Zhenjie3

（1.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affects  many as-
pects of rural residents'  daily life and is related to their well-being.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veal the influen-
cing factors and paths of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resident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 spillover theory is used to explain the effec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residents'  well-being, and bo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emotional conditions are being focused on. With the combined use of PLS-
SEM  and  fsQC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ditions  combination  of  the  residents'  high  well-being  based  on
testing the net effec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xplores the types of paths that lead to the residents' high well-
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general,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tourism residents,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ourism in im-
proving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claim that: 1) Emotional solidar-
ity, environmental benefit percep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benefit percep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have a signi-
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However,  the  simple  ante-
cedent variables  do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redicting the  residents'  high well-being that  de-
pends on the conditions combined with other elements. 2) Seven condition combinations have high explanat-
ory power for the residents' high well-being. The dependence between self-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benefit
perception  is  the  most  obvious.  Economic  benefit  perception  shows  two-way  performance  in  the  condition
combin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not outstanding in the condition combination. 3)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onditions,  four  types  of  paths  leading to  residents'  high well-being
can be summarized,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elements represented by emotional solidarity and perception of
social benefits play a key role in improving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his study fur-
ther confirms the complexity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differential policies for formulating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res-
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well-being;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PLS-SEM;
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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